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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诗人袁昶在同光体浙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他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活动与

主张的具体考辨后指出，他应该属于维新派作家。在晚清特定政治背景下，袁昶既不能济世救国，又不能隐逸闲

居，只能以一种痛苦的“朝隐”心态来消磨时日，这使得他大量的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意味。由此两方面入手，我

们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认识这位过去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同时，也能够对其诗歌创作中丰厚的内蕴、喷礴的情感

与风格的博综做新的评价与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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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同光体浙派诗人中，袁昶光绪六年(1880)在

北京和沈曾植相交，讲学论诗。沈曾植年龄稍少于袁

昶，其诗文与袁昶渊源极深，这从沈作《题渐西村人

初集》一诗就可窥见。袁昶对沈曾植的影响显示出他

在浙派中的重要地位，汪国垣因即比譬为近代诗坛上

的“天勇星大刀关胜”。 
袁昶思想上深受道、释思想的熏习，据说在任吏

部主事、光禄寺卿后曾两度因时事日非而有退隐之志。

事实上，袁昶虽然没有真正遁迹山野，但他的内心有

着深厚的朝隐情结。他性情中闲散冷傲和耿直忠介兼

具，袁昶的诗歌在同光体浙派诗人中较多地承续了秀水

诗人好描摹清佳山水的特点，较沈、金多了些萧远清秀

之韵，远绍厉鹗，也算得是清代浙派山水诗的后劲。他

有关山水诗的诗学理念，也可能影响了沈曾植的“三关

说”。这是袁昶在同光体浙派诗人中的特异之处。 
 

一、袁昶所属之政治派别考辨 
 

袁昶(1846～1900)，字重黎，号爽秋，一号渐西

村人，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

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历任安徽宁池太广

道、江宁布政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等职。庚子事

变中因上疏力谏被杀，后被誉为“三忠”。有《渐西村

人初集》《安般簃诗续钞》《于湖小集》《水明楼集》等

著撰。 

从文化角度探究近代诗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同光体诗人的政治态度最为后人诟病，厘析错综纷乱

的社会环境中诗人应对的文化立场、政治主张是很有

必要的。袁昶与樊增祥、易顺鼎同为张之洞门下高第，

过去误以为其与张之洞同属洋务派，其实不然。[1]袁

昶作于光绪九年(1883)的《送张副都叙》，是袁昶初涉

政坛时写给“清流党”张佩纶的赠序，文中征引了庄

子的观点说：“巧有余而朴不足，则民相率背义而向利，

背义尚利则人心之防溃肆衡决，事变将穷无复之”，“欧

洲诸岛皆是也”。他认为张佩纶“效其所为”，购船造

舰，不知修明内政，“犹之弥甚”[2]。他自己为政的方

法不过是分清官员职权、实行实物税等主张。张氏是

清流派的代表之一，提倡洋务，由此可见袁昶早期并

没有接受洋务派思想。 
光绪 15 年(1889)，袁昶任译署总章京，在此间，

采摭当时人推行西法的上书，编为《筹洋丛牍》，他可

能因此而接受西方科技知识和思想学说。清政府出使

大臣的公牍，按惯例由总章京代陈，袁昶由此和薛福

成、黎庶昌、黄公度、徐建寅相交深契，他还曾暗中

推荐黄公度为驻英参赞，薛、黄等人的维新派思想对

袁昶势必影响很大。戊戌年间，袁昶在安徽任上，向

光绪帝条陈政要一万八千余言，得光绪帝赞赏，并迅

速提拔为江宁布政使，八月到京城，调任直隶布政使，

赏三品京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戌政变期间，

他多方谋划，参拜各国使节，对维新事业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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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关押在上海，袁昶极力为他辩

解，得以免祸[3]。袁昶的政治主张在《袁太常戊戌条

陈》中可以窥见。条陈认为晚清时局百孔千疮，外侮

交乘，内忧交大，维持国计必须以“内治外交”为纲

领。他分析列强觊觎神州的态势时，以为“俄日之祸

纾而大”，德英诸国之祸“急而小”；“以目前物力兵力

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所以在外交策略上要选聘

精通洋务的外交人才，尽力和西方列强修好以纾祸，

对内则要整顿边防。内政方面，袁昶说：“由宋、金、

元、明以迄我朝，革命不革政，率以用文法太密而弱，

误国毁名。欧墨俄倭因利乘梗，皆以用文法疏阔而

强……中国非亡于外夷而亡于名法耳!”[4]“名法”使

天下英豪之精神、才力消磨殆尽，他还举例批评洋务

派沈葆桢虽然忠诚报国，但拘泥文法。他并且提出了

改制、人事、理财、练兵、交邻等一系列变革主张，

荐举了郑孝胥、陈三立、曾纪泽、薛福成等人。 
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主张联合英德美限

制俄日，以夷制夷，还想靠其支持完成改革自强事业，

而顽固派是亲俄的，袁昶对外交的分析站在维新派立

场上。他激烈批评封建“名法”的繁密，这已经触及

统治制度本身，不再是“中体西用”。不过袁昶也只可

以被看做维新人物中比较保守的派系，他提出的改革

措施如中央分权给地方官员、绅士，停止纳捐，主动

开放通商等等，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激烈。由于文

献的缺失，袁氏戊戌后日记被毁，诗也仅编年至 1897
年，很难进一步考知袁昶的政治观念。 

在袁昶的诗集中，有不少诗表明他不但推崇西方

科学技术，如《火轮船行》《颂千里镜》等，而且还赞

赏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这由他和维新派人士张荫

垣、张骞、黄遵宪、文廷式、翁同和等人的众多交游

酬唱之作可明。如作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简黄

公度》一诗推扬《日本国志》：“于今龛拯资方略，不

独骚材赋涉江。”[5]黄遵宪自作诗也记袁昶说此书早

成，可省岁币千万。概言之，袁昶在中法战争后逐步

接受了维新自强思想，成为维新派中一员应属无疑。 
 

二、依违两端的“朝隐”心态与 
袁昶诗歌的主题 

 

面临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的积贫积弱，以及各

种文化技术、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如潮涌动，生息于

其间的众生难免产生忧虑、苦痛、愤慨、惶惑、无奈

诸般情绪。袁昶年轻时读书博涉四部，而不囿于汉宋

师承，还接触过西方思想学说，对秋声四起的社会氛

围自然比常人有更深的感知。这位 10 岁便通五经的神

童，14 岁时陷于太平天国起义军中，社会动荡留给他

的肯定是悲苦的回忆。袁昶毕竟是一个封建文人，并

不能冲决儒家正统思想的罗网。他虽自称“男儿当以

马革裹尸，我死会在戎马间”；可是他坚持拯治国家必

先审于内政，要用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来增修政治，

汲纳贤才；不能如清流党派甲午前那样与外人“好勇

斗狠”，变法要务实而不能空言。尽管他骨鲠格高，在

任地方官时也恪尽职能，办理了整顿关税、兴修水利

等实事，但以这来拯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只属图劳。 
生活于封建末世的士人，较之前代其心灵要饱尝

更多痛楚，尤其是那些传统思想观念已经融入其肌体

骨髓的封建官吏，外来文明的力量使其原有的理想信

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对此用传统的思路来应对

是毫无补救的。时人笔记中记袁昶“甲午诸诗，愤欲

死国，后有心疾，喜怒不恒，常呼侍婢，予以一剑，

取太太首级来。当时谓爽秋得狂疚，张文襄以电报询

状，实有此事”。[6]又记“袁氏颇眈女色，戊戌过海上，

与诸词人排日为欢”。[7]在国势日蹙，己才难伸的境况

下，一方面传统士人经世济时的理性使他依然出仕为

官，尽心朝政；另一方面日益危险的社会态势又使得

他怀疑自己的理性追求，私下尽情放纵情欲，来平衡

补偿内心深处的空虚，甚至佯狂假痴。袁昶虽汲收过

一些变革思想，但他和沈曾植一样，其理性意识中旧

学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渗透到他的

心灵深处，使他备受压抑，他只能在自谓的“朝隐”

状态中度日。 
要把握袁昶的心态，袁昶的诗作中最有份量的纪

时叙事之作与山水写景诗就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视

野。袁昶少年时崎岖兵间，壮岁又担任地方官，这使

得他对民瘼民艰有着较近距离的观察。袁昶反映民生

疾苦的诗歌主要披露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艰辛，比

较有特色的如《读袁康沙船叹歌以赠之》，生动地描叙

了海禁开放后，西方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使得

本国商船破产，“从此沙船生事微，篙工零落各东西。”

清廷又兴办洋务工业，想要与外国列强竞争，而“静

县饥民面如鹄，春种家家卖牛犊”[8](卷二)的现实却无人

理会。不过，袁集中表现民生忧患的诗歌不多，较多

的是反帝侵略主题的爱国诗。鸦片战争以后，抵御外

侮、保卫中华民族已经成为时代的首要问题和任务，

在此形势下形成了一股不断递进的爱国诗潮。袁昶亲

身经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嵩目时艰，俯仰啸歌，

其诗作传达着自己的孤忠忧愤，具有强烈的历史感。

如《马关四首》直斥李鸿章投降派之流的庸腐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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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中抒发着其极度的愤慨。 
袁昶所面对的是一个悲难深重的时代，他因甲午

战败，几欲死国。而因历史的局限性，袁昶寻找不到

自我的出路。他性喜老庄，在心灵窒缩时避世隐居自

然成为其向往。由云龙《定庵诗话》记袁昶有诗云“猨

公剑术本粗粗，那得仙姝一起予。会使林深不可见，

烟餐雾隐且胥疏”[9]，指出他有归隐之意趣。“人生思

少日，乐事道咸前”[8](卷十一)(《忆旧二首》其一)，人生

道路的崎岖坎坷，社会世情的危亡四处，使得袁昶由

“初志不在小，劲气揽八荒。金石锲不已，轹火而摧

刚”转变为“多困乃思返” [8](卷十一)(《幽居四首》其三)。
袁昶自叙其心迹说：“世途剧险嚱，使我心魂惊。善哉

庄生语，貌厚而深情。风波起方寸，弹指变枯荣。我

欲逃世去，何方养残生?” [8](卷十一)(《幽居四首》)其一

诗作于壬午(1882)年，袁昶方入仕途，已感前路茫茫，

但他毕竟不曾做隐士。他后期的诗作吐露了其欲隐未

隐的原因。作于甲午(1894)年的《自题披僧伽梨小野》，

其一写道：“中有伤心画不成，先公儒释界分明。若为

畔去过庭录，休认昆山顾阿瑛。” [10](卷三)可以说，不肯

脱逸家族传承儒学的拘窒，是其不能逃禅隐退的动因。

成玄英疏《庄子·缮性》说“圣人降迹尘俗，混同群生，

虽居朝市，何异山林矣。”这种朝隐宗旨成了袁昶“养

生”的途径。袁昶对其朝隐心态有过反思与悔忏，但

更多留下的是叹息、无奈。他有一首《自讼》诗说：

“已入孔融过二年，道根器业丙茫然。敬忠尺捶用不

尽，利欲漆盆犹未捐。既障微云点净月，未除浊水搅

靖渊。代农一味充朝隐，只第三流名字   传。”[10](卷

六)全诗以自讽的口吻诉写了依违于仕隐之间的尴尬。

与道释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隐逸文化，其精神主旨是

回归自然，与自然山水冥合同一，在对自然山水的冥

观默照中体悟道体，以期超脱浮世沉滓而潇然尘外。

袁昶自言“仆曲木散材，局迹代农，廻旋依隐，耽陆

沉而无远志。触物寓兴，偶拈韵语，率逞胸肊，不求

工律，但取剽剥儒墨，揣度情伪，写萧寥独往之趣，

寄虚己游世之指而已。”[10](卷首)(《于湖小集》题词)就
这样，山水风景诗成为他抒写潇洒出尘意旨的媒介。 

袁昶的山水景致纪游诗历来评价颇高，袁昶的山

水诗不似厉鹗那样偏重于营造萧寥冷峭的意境，以此

来安慰平抚自己的坎坷蹇淹。袁昶山水诗的面目大多

是在对自然景物体察中思考世事天道，于萧逋清峭的

笔致中暗蓄一股郁抑不平之气。如《夜起》云：“竹闲

残雨犹滴沥，竹下湿萤枯一点。萧然夜起无一事，河

汉欹斜波潋潋。槐中万蚁战方酣，井底四蛇眠未慊。

清露霑衣还入扉，晓风欲起城鸦飐  。”[8](卷十二)该诗作

于中法战争前夕，颈联隐喻时事，全诗通过冷峭清凄

意境，间接隐约地传递了诗人的忧思。以白描淡墨咏

叹风景，时事的慨叹尽在不言中。 

总的说来，袁昶大量的山水诗受其依违于仕隐之

间的心态影响很大，袁昶希图用山水诗表现他想要摆

脱现世羁绊的情怀；尽管他创作了一些清新秀美的作

品，但他的山水诗作并不能摒弃世物，细心的读者不

时可透视出时世的风云，形成一种特有的自我风貌，

这或许正是诗人当时复杂的“朝隐”心态的无意表露。 

 

三、“朝隐”心态与浙派诗学双重规约 
下之诗歌风貌 

 

袁昶的诗风是他的秉赋、心态和学养在创作方面

的延展。他赋性疏狂似魏晋间人，且萦系国事，其诗

有时清远萧闲，有时险涩恢诡，有时寒苦味长，有时

劲健苍茫；其学博极群书，其情率真执着，这造成其

诗风格多样，取径宽广的特点。 

袁昶在诗学观上认为“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

为诗，根抵华实不同，音节和严亦异。唐诗近风，风

多短言，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

多长言，士大夫伤时述事，短言之不足，故长言之，

非老于国故世变者不能。”[11]对唐宋两大诗型，袁昶

区分其特点，但他并非要使两者对立。他诗作中推许

黄庭坚、陆游以及梅曾亮等宋诗风，也赞扬樊增祥等

宗唐诗人，他还“颇宗尚阮籍、孙绰、帛道猷、高允、

颜黄门”[10](卷首)，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总的来说，他

的诗学观点和沈曾植“三关说”大致相符，在诗学实

践上他也朝着这一目标探求。 

袁昶诗歌风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其一，

袁昶受道家思想影响，为诗试图以“寓言”“卮言”的

方式抒写其浓愁深忧，以怡情散怀的形式来讽托寓寄。

老庄美学重视主体性情之真，袁昶作诗秉此，笔随意

使，喷礴而出。另一方面，袁昶为腹笥博宏之士，在

琢章炼句的过程中，诗人的学术修养往往在不经意中

会自然流露出来。这使得袁昶诗歌中同时出现两种倾

向，一是有的诗情意真挚，天骨开张，气势纵横；二

则是晦涩奇险，百怪聱牙。 
前者比较典型的作品如《哀山人》：“公生公死骑

尾箕，剑也短衣日边哭。公去金精动桂林，为虺毋摧

何毒淫。武昌鱼烂石头踞，九婴窫窳戈铤森。剑也共

伏大海阴，何不与彼木石同喑瘖。犹为周舍日谔谔，

泪尽继血沾衣襟。康砖蝉翼俗方宝，何为矐目爱汝双

南金。剑也瘴疠攻人心。连连蚩尤斩中冀。月氏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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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何时作饮器。剑也张目未快意，一蛇四蛇异位置。

海风吹堕幽州云，光气夜烛云间文。只鸡斗酒欲酹汝，

剑也地下何当闻。”[7](陈琰《艺苑丛话》)全诗从多个

侧面勾勒了为封建法统所不容的“怪虫”式人物蒋敦

复的精神，虽然挟杂着一些典故，但通体上气势排比

畅放，如汪洋大海。又《阶下海棠盛开偶成一首遣兴》

一诗，直抒胸中对列强侵略的愤慨，比起龚自珍《西

郊落花诗》、陈宝琛《感春四首》、文廷式《落花》等

同一题材名篇来，袁作显得用意径直，毫无隐约深晦

之词。 
后者最为突出的如名篇《地震诗》，诗歌排奡拗折，

想象怪异恢险。钱仲联先生指出此诗用意是影射李鸿

章、文祥、奕訢、沈桂芬等人非栋梁之材[7]。(《梦苕

庵诗话》)地震这类题材，后世创作者多沿袭韩愈、卢

仝等人的诗路，靠驱遣奇诡宏肆的想象来结构成篇。

袁昶要求诗歌不作“闲言语”，他由地震自然地联想到

时政的衰败，又自然地将矛头指向中枢大臣。虽然他

在诗中直言“欲先去中国之蠹”，但通篇还是隐约其辞，

诗人宏富的学问使他采摭了大量的神话人物和典故来

布局谋篇。客观地说，袁昶采用的谋略虽能生成光怪

陆离的陌生化效果，但过多的神怪事物与典故并不符

合审美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要求，读之并不能激起

读者的审美创造。 
其二，袁昶集中有“行春花乐，言寓思于衰骀，

举目山河，独抚膺于逝者”[12]，也有追求“老庄靡谢，

山水未滋，勃窣廻穴，浤静萧瑟之际，致其角思理，

发其性趣”[10](卷首)的作品。(《于湖小集》题词)如《清

晨偶书》云：“沧江号秋虫，轻阴笼淡日。秋花虽烂漫，

气象亦萧瑟。蕉林匝地暗，翠扇展横逸。曾无修竹弹，

任障层轩密。欲唤临池缯，揅穷草书律。汝岂任刻琱，

中坚无一实。会看霜风至，真态萎黄出。吏舍乏佳兴，

周旋窟一室。即鲜度世姿，惭无理人术。深斋抱微明，

隙景难究诘。今固未心是，昨亦岂全失。得丧付混同，

外物不可必。惟当假至言，斋心养衰疾。”[10](卷一)诗歌

的前数句写景，江沧烟轻，秋花、秋虫、秋叶，让人

感到萧瑟黯淡。与此清虚景致相融和的是诗人的闲散

心境，在最后 10 句，诗人顺势由景入理，将其对现实

的忧患意识淡化，表现出冲淡和平的情调。试读袁昶

所推崇的东晋诗人孙绰的《秋日》一诗，可见两者的

神似之处。袁昶山水诗有清丽的写景之作，有清峭的

寓恨之作，也有清远的释怀之作。面对日益深重的社

会危机，诗人主体精神不可避免的要更多地关注现实，

袁氏个人虽然刻意于山水诗，但社会的巨大阴影无声

无息地投射在诗人的情感中，使他不能真正地怡山乐

山，这样要想单纯靠刻摹山水而生新意已是难题。 

其三，考察袁昶诗歌风格，论者基本上是从诗风

转化的轨迹和师承家数两方面来探求的。近人周寿昌

说袁氏“壬申以前之作，遣词闳丽，而犹濕入。丁丑、

戊寅后诗，则脱去模拟之迹，动与古会，渐入简    
淡。”[8](卷首)(周寿昌《渐西村人初集叙》)现代也有论者

认为袁诗早期清远，中年以后趋于生新僻涩，两者差

距较大。[13]事实上，袁诗早岁诗作存留甚少，只是《渐

西村人初集》中存留数卷。早期诗作摹拟之迹确实十

分明显，如颇为诗论家所重的《晓发》《春行湖堤上》

《地震诗》，风格酷似于中晚唐韦柳、韩孟诗，但不见

得闳丽，也不偏于清远一格。《渐西村人初集》卷一开

卷五言《咏蚶》即十分僻涩，同卷四言《火轮船行》

也如此。袁昶僻涩尖新的诗风早期就已见端倪。而其

后期所作《于湖小集》六卷，徐世昌《晚清簃诗汇》

认为“在东坡、临川之间”，不以生涩的山谷诗歌相类

比。《于湖小集》中如《清晨偶书》《和友人夜至湖堤

小桥上望月》《江上》等清峭之作，不见得僻涩。概言

之，袁诗体貌前后期并无很明显的差别，只是随着诗

歌实践的不断深入，袁诗日趋洗炼精清。 
总的来说，袁昶诗学博综广取，论家一致以为袁

诗“根柢鲍谢，而用事遣词力求僻涩，则纯乎祧唐抱

宋者”[14]，这正是对浙派“三关说”的实践。袁昶诗

能够树骨魏晋，有其超远萧闲之旨趣，又不乏风云慷

慨之蕴意；在面目上刻意尖新，不如东晋诗那样执着

于字句雕饰刻镂，音律流转铿锵，而是极力发挥中唐、

北宋诗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特点，追求奥衍峭涩。

但物极必反，过分的陌生化带来的往往是审美障碍。

袁昶喜读道释典籍，诗中也爱用道佛典故，他并不喜

诗中说理，运用典故大体也只为造成新奇斑驳的效果，

并不能达到沈曾植“意、色、笔”相统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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